
《产经评论》 ２０２６ 年 ５ 月第 ３ 期

·产业发展与创新·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５ － ０９ － ２５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数字技术对企业供应链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 机理与实证” （项目编号：
２２ＹＪＣ７９００５４， 项目负责人： 李建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行政边界与供应链稳定性” （项目编号：
２０２５４１， 项目负责人： 伍慧敏）。
［作者简介］ 李建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ＷＴＯ 研究院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供应链和数字经济； 伍慧

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ＷＴＯ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与供应链； 李杨 （通讯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ＷＴＯ 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贸易政策。

省际行政边界与供应链关系稳定性

李建桐　 伍慧敏　 李　 杨

［摘要］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破除区域间行政壁垒， 是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的内在要求。 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 探讨省际行政边

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省际行政边界通过加剧市场分割、 削弱地区间的信任纽带，
显著增加了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经济后果分析显示， 企业供应链关系的频繁变动会导致企业产出

与库存水平的更大波动。 异质性分析表明， 非国有企业、 非制造业企业及客户更易受到省际行政边界的负

向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 城市群建设与异地商会设立有助于增强企业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 此外， 供应

链企业所处地区文化氛围较松散、 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 企业的供应链关系更易趋于不稳定。 因此， 应坚

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依托城市群建设深化市场分工， 通过异地商会强化跨区域合作网络， 提升文

化氛围与互联网应用水平， 以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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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提

及产业链供应链问题， 强调 “产业链、 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

要特征”。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不仅是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关键， 也是提振经济效率的重要之

举 （Ｍｏｎａｒｃｈ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ｉｓｅｎｌｏｈｒ， ２０２３） ［１］。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自然灾害、 经贸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

鲜有文献从省际行政边界的视角展开分析。 本文考察省际行政边界对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 主要原因

是： 在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下， 省级政府是地方行政层级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拥有相对独立的资源配

置权和较大的政策裁量权， 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 在晋升锦标赛式竞争中， 省级政府

有较强的激励制定和实施以本地利益为导向的发展策略， 由此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 这使得省际行政

边界之间形成制度性壁垒， 阻碍市场主体开展跨省经济活动 （易巍和龙小宁， ２０２３［２］； 才国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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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３］； 张皓辰等， ２０２４［４］；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５］）， 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做强 （张屹山等， ２０２５） ［６］，
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供应链关系数据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实

证基础。 本文通过整理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 构建了 “企业对—年份” 层面

的供应链关系数据集， 考察省际行政边界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 省际行政边界显著

降低了企业供应链关系的稳定性。 机制分析表明， 上述现象的成因主要是省际行政边界强化了区域间

市场分割， 降低了区域间信任。 关于经济后果的检验则表明， 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会加剧企业的

产出与库存波动。 本文还考察了省际行政边界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在各类企业之间的差异， 为

机制的存在提供了更多证据。 进一步分析发现， 城市群、 异地商会、 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较高的互联

网普及率有助于缓解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为考察供应链关系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 现有文

献一般从外部和企业内部两个角度探讨供应链关系的影响因素。 外部因素方面， 主要讨论自然灾害

（Ｂｏｅｈ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７］、 经贸关系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Ｌｅｕｎｇ 和 Ｓｕｎ，
２０２１） ［９］、 税收 （袁劲等， ２０２３） ［１０］、 交通基础设施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１１］；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９［１２］ ）
等对供应链关系的影响； 企业内部因素方面， 主要讨论董事会独立性 （Ｋｉｍ 和 Ｌｅｅ， ２０２０） ［１３］、 社会

责任表现 （Ｄａｒｅｎｄｅ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１４］、 数字化转型 （巫强和姚雨秀， ２０２３） ［１５］ 等对供应链关系的影

响。 较少文献考察长期稳定的历史、 地理和制度变量———行政边界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而在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之下， 厘清行政边界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尤为关键。 本文对此进

行了有效补充。 第二， 拓展了 “边界效应” 的研究维度。 “边界效应” 这一概念最早由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１９９５） ［１６］提出， 其基于引力模型发现国家行政边界造成了贸易壁垒。 此后， 一些文献将边界效应拓

展到国内区域层面， 发现一国内部区域层面的行政边界同样会对贸易产生阻碍作用 （才国伟等，
２０２３） ［３］。 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进一步探究了要素流动是否存在边界效应， 研究表明行政边界不仅会

影响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 也会对知识、 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或跨区域流动产生负向影响 （刘修

岩和王峤， ２０２２） ［１７］。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供应链关系数据， 深入分析了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

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从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维度为边界效应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
后续内容安排为： 第二部分综述相关文献、 阐述理论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构建计量模

型和指标并对数据进行处理； 第四部分分析实证结果； 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一） 文献综述

１． 供应链关系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 供应链问题备受关注， 供应链中断成为国际经济领域至关重要的议题 （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２０２０） ［１８］，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深入探究影响供应链关系的内外部因素 （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２２） ［１９］。

在外部因素方面， 分为负向冲击和正向冲击两个维度。 关于负向冲击，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自然灾

害、 战争 （Ｋｏｒｏｖｋｉｎ 和 Ｍａｋａｒｉｎ， ２０２３） ［２０］和区域冲突 （Ｋｓｏ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２１］等因素对供应链关系产

生的影响。 一些研究关注经贸关系和政策变化对供应链关系的影响， 例如贸易摩擦带来的关税成本对

供应链的冲击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Ｌｅｕｎｇ 和

Ｓｕｎ， ２０２１） ［９］、 贸易政策冲击对供应链关系的影响 （丁浩员等， ２０２４） ［２２］ 等。 部分研究则进一步分

析负向冲击导致的供应链关系中断的异质性及其影响， 如 Ｆｕｊｉ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２３］发现购买高复杂度中

间产品的企业更不容易发生供应链中断，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２４］研究表明供应链中断会导致运输

延迟、 订单成本增加。 正向冲击主要涵盖税收政策、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袁劲等 （２０２３） ［１０］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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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中央和地方调整出口退税分担比例改革的影响， 发现当出口退税负担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时，
出口企业的省外采购比例会显著增加。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１１］ 和饶品贵等 （２０１９） ［１２］ 的研究表明，
高铁开通降低了企业的搜寻和外包成本， 有效拓展了企业供应商的空间范围。

在内部因素方面， 研究视角主要涉及公司治理、 技术革新两个维度。 在公司治理维度， 当企业董

事会具备较强的独立性， 或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较好时， 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拓展供应链关系

（Ｋｉｍ 和 Ｌｅｅ， ２０２０［１３］； Ｄａｒｅｎｄｅ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１４］）。 在技术革新维度，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省际贸

易 （杨文溥和夏婷， ２０２４［２５］； 钱学锋和周文倩， ２０２５［２６］； 唐跃桓等， ２０２５［２７］ ），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

企业减少对大客户的依赖， 增进企业供应链安全性 （巫强和姚雨秀， ２０２３［１５］； 张树山和谷城，
２０２４［２８］）。 除了公司治理和技术革新外， 也有文献指出供应链风险感知会显著影响企业供应链关系的

稳定性 （陈雯和范茵子， ２０２４） ［２９］。
２． 边界效应

在经济学中， “边界效应” 一般用来刻画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边界导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受阻的现

象。 边界效应研究大致可分为贸易、 要素流动和知识溢出三个细分领域。 早期研究证实了国家间边界

效应的存在 （Ｗｅｉ， １９９６） ［３０］。 后来， 有研究发现国家内部也存在边界效应，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和 Ｇｒöｓｃｈｌ
（２０１４） ［３１］证实美国州际贸易存在边界效应， Ｎｉｔｓｃｈ 和 Ｗｏｌｆ （２０１３） ［３２］ 发现原东德、 西德之间的贸易

存在边界效应， 才国伟等 （２０２３） ［３］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省际贸易同样存在边界效应。
在此基础上， 一些文献开始关注要素流动的边界效应。 周黎安 （２００４） ［３３］研究发现， 在财政分权

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辖区内的经济利益， 这导致要素跨区域流动面临各种

形式的行政障碍。 Ｚｈａｎ 和 Ｔａｎ （２００７） ［３４］指出中国地方保护的对象已从商品市场转向资本市场。 他们

以区域间要素边际产出差异衡量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 发现样本期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有下降趋

势。 蒋伟杰和单亦轲 （２０２５） ［３５］ 发现省际边界对跨地区投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３６］同样发现城市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 刘姝伶等 （２０２５） ［３７］ 指出行政边界会割裂

中心城市的辐射腹地， 并影响人口分布。 还有一些文献着眼于知识溢出的边界效应， 识别和分析国家

间或国内不同区域间的知识溢出边界效应 （ Ｍｕｋｈｅｒｊｉ 和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８ ） ［３８］。 易巍和龙小宁

（２０２３） ［２］、 刘修岩和王峤 （２０２２） ［１７］、 陈志远等 （２０２５） ［３９］ 等基于中国专利引用数据的研究表明，
省份、 城市乃至区县层面的行政边界均会造成经济主体之间专利引用数量减少。

综上所述， 本文尝试在省际行政边界与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之间架起桥梁， 拓展边界效应与供

应链关系的相关研究。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本文将从市场分割和地区间信任两个方面探究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机制。
１． 市场分割

地方政府出于自利动机， 会依托自身的行政权力开展资源竞争与贸易限制， 对内表现出开放性，
对外则表现出排他性 （沈立人和戴园晨， １９９０） ［４０］。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增长， 但同时

也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 （黄新飞等， ２０１４） ［４１］。 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扶持和优先发展本地企

业， 以解决财政收入和居民就业等问题， 这使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明显的市场分割 （周黎安， ２００４［３３］；
范子英和周小昶， ２０２２［４２］）， 具体表现为城市或省份之间存在差异化的产品和要素价格、 趋同化的产

业结构等 （唐为， ２０２１） ［４３］。 在此背景下， 本地市场相比于异地市场行政壁垒更少、 市场分割程度更

低， 企业会更多地在本地采购中间品、 销售最终品， 其维持异地供应链关系的能力和意愿则会下降。
因此， 本文预计省际行政边界会通过滋生市场分割导致企业供应链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

２． 地区信任

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省份在经济、 政治、 地理等多个方面呈现显著差异性。 这些差异影响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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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发展轨迹， 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进一步作用于地区信任环境的营造。 而信任作为社会

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交往具有深远影响。 在多元且复杂的背景下， 信任成为影响

市场主体组织方式、 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的关键因素。
市场主体往往具有本地偏好， 偏向于购买本地产品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０３） ［４４］。 这种本地偏好与信任息

息相关。 在区域内部， 人与人之间、 企业与企业之间往来密切， 更容易对彼此产生信任。 相比之下，
不同地区之间交流相对较少， 信任度较低。 地区间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地区越被信任， 该地区的

企业就越有可能成为其他地区企业的贸易伙伴、 投资标的以及研发合作伙伴， 这从经济合作网络层面

推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李建成等， ２０２３） ［４５］。 而省际行政边界背后的行政壁垒阻碍了地区间

的正常往来， 削弱了地区间信任的产生基础， 进而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本地偏好， 使企业更多地参与本

地供应链， 而非拓展和维护异地供应链关系。 因此， 本文预计省际行政边界会通过降低地区间信任增

加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据此， 提出研究假说 １—假说 ３。
假说 １： 省际行政边界会加剧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假说 ２： 省际行政边界会通过提高市场分割程度增加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假说 ３： 省际行政边界会通过降低地区间信任增加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三　 计量模型、 指标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

为了识别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构造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 “企业对—年份” 层面的供应链关系微观数据集， 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ｏｌｄｃｓｐ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ｂｏｒｄｅｒｋｍ ＋ δＸ ｉｊｋｍｔ ＋ θｋ ＋ μｍ ＋ γｔ ＋ εｉｊｋｍ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和 ｊ 分别代表上市企业与其供应链企业， ｔ 为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ｉｊｔ为企业供应链

关系稳定性的虚拟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ｉｊｔ取值为 １ 时， 上市企业 ｉ 与其供应链企业 ｊ 之间的关系不稳定； 取值

为 ０ 时， 关系稳定。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 ｂｏｒｄｅｒｋｍ， 上市企业 ｉ 所在城市 ｋ 与其供应链企业 ｊ 所在城市 ｍ
位于不同的省份时， 该变量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Ｘ ｉｊｋｍ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θｋ 和 μｍ 分别表示上市企

业所在城市 ｋ 和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 ｍ 的固定效应， γ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ｊｋｍｔ为误差项。 本文重点关

注回归系数 β１， 如果 β１ 显著为正， 则表明省际行政边界会加剧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二） 指标和数据

１．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ｉｊｔ： 参考陈雯和范茵子 （２０２４） ［２９］的做法， 构建上市企业 ｉ 与其供应链企业 ｊ
的供应链关系在 ｔ 年稳定性的虚拟变量。 如果在 ｔ － １ 年供应链企业 ｊ 是上市企业 ｉ 的主要供应商或客

户 （即前五大供应商或客户）， ｔ 年供应链企业 ｊ 不再是上市企业 ｉ 的主要供应商或客户， ｏｌｄｃｓｐ 取 １，
表示供应链关系不稳定； 反之为 ０， 表示供应链关系稳定。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ｂｏｒｄｅｒｋｍ： 省际行政边界， 当上市企业 ｉ 所在城市 ｋ 与其供应链企业 ｊ 所在城市

ｍ 不位于同一个省时 ｂｏｒｄｅｒ 取 １， 反之则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细分为地理因素、 上市企业层面和供应链企业层面三大类。
（１） 地理因素： 自古以来， 中国行政区的划分主要遵循 “山川形便， 犬牙交错” 的原则 （周振

鹤和李晓杰， ２０１７） ［４６］。 “山川形便” 是以山脉、 河流等地理条件对行政区域进行划分， 行政区与自

然区重合， 有利于各区域内部安排农业生产、 经济交流及文化共通； “犬牙交错” 则是出于政治因素

考虑， 为了避免各地形成割据势力， 有意将山川河流阻隔或者地势差距较大的地区放在同一个行政

区， 以在区域内形成制衡关系 （才国伟等， ２０２３） ［３］。 由此可见， 地理因素对于行政区划设置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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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 此外， 地理因素也会影响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 具体地， 对于地理距离较远、 地形地势差

异较大的两个地区， 彼此之间运输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较高， 企业对供应链的替代动机也会增强， 这显

然不利于两地企业供应链关系的长期维持。 因此， 地理因素在本文中是重要的联立性因素， 需要在回

归中予以控制， 本文选取企业所在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单位： 百公里） 与海拔差 ａｌｔｔｕｄ （单
位： 千米） 衡量地理因素。

（２） 上市企业层面： 上市企业在规模、 年龄、 财务状况、 市场地位等多个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

性。 本文选取的上市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用会计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后加 １
衡量； 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 资产回报率 （Ｒｏａ）， 用企业净利润与资

产总额之比衡量；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用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衡量； 应收账款比率 （Ｒｅｃ），
用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之和除以总资产衡量； 企业现金持有 （Ｃａｓｈ）， 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除以总资产衡量；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ＬＰ）， 用 ＬＰ 法测算。
（３） 供应链企业层面： 供应链企业层面的一些特征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 本文选取部分

供应链企业层面的因素予以控制。 其中，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为反映供应链企业上下游属性的虚拟变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取

１ 时供应链企业为供应商， 取 ０ 时为客户； ｒａｎｋ 表示供应链企业份额排序， 取值为 １—５； ｌｉｓｔｅｄ 为供

应链企业是否上市的虚拟变量， ｌｉｓｔｅｄ 取 １ 代表上市， 取 ０ 表示没有上市。
构建以上指标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 ＣＳＭＡＲ）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 针对上市企业供应链原始数据， 本文采取如下步骤进行数据清洗： 首先， 剔除供应商和

客户名称缺失的样本； 其次， 将剩余样本中的供应商和客户原始名称导入企查查数据库中进行批量查

询、 匹配与人工核对， 保留可以将供应商和客户名称标准化的样本； 再次， 为保证跨期数据的可比性

和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 核算的准确性， 只保留至少连续 ２ 年披露完整供应商信息或客户信息的上市企业

样本； 最后， 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省份边界的影响， 故在后续分析中只保留上市企业与供应链企业不

在同一城市的样本， 以排除城市边界的干扰。 此外， 删减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 经过上述处理

后， 得到 １４５１ 家上市企业样本， 这些上市企业对应 ７１３８ 家供应商以及 ８７８６ 家客户。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ｏｌｄｃｓｐ ２８３９３ ０． ５７６ ０． ４９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ｂｏｒｄｅｒ ２８３９３ ０． ８０４ ０． ３９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８３９３ ８． ５９０ ６． ８４０ ０． １９３ ３９． ７３０

ａｌｔｔｕｄ ２８３９３ ０． ０２１ ０． ５６９ － ４． ７８１ ３． ６３９

Ａｇｅ ２８３９３ １９． ２００ ５． ９４４ ４． ０００ ６２． ０００

ｌｎＳｉｚｅ ２８３９３ ２２． ０５０ １． ２７２ １５． ５８０ ２７． ０００

Ｒｏａ ２８３９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０ － １． ９０９ ０． ４８２

Ｌｅｖ ２８３９３ ０． ４４６ ０． ２１９ ０． ００８ １． ６９８

Ｒｅｃ ２８３９３ ０． １２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０ ０． ６０８

Ｃａｓｈ ２８３９３ ０． １５６ ０． １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９９３

ＴＦＰ＿ＬＰ ２８３９３ ８． ９０６ １． １０３ ５． ５６８ １３．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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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２８３９３ １． ５６３ ０． ４９６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ｒａｎｋ ２８３９３ ３． ０５８ １． ４０５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ｌｉｓｔｅｄ ２８３９３ ０． ０７４ ０． ２６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列（１）只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 列（２）进一步控制了上市企业所

在城市 ｋ、 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 ｍ 及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 列（３）在列（２）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对层

面的地理距离、 海拔差等控制变量， 列（４）则进一步控制了上市企业与供应链企业层面的一系列干扰

因素。 由表 ２ 可知， ｂｏｒｄｅｒ 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表明省际行政边界加剧了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

稳定性， 假说 １ 得到初步证实。

表 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ｏｌｄｃｓｐ （２）ｏｌｄｃｓｐ （３）ｏｌｄｃｓｐ （４）ｏｌｄｃｓｐ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２５３∗∗∗ ０． ２７１∗∗∗ ０． １６６∗∗∗ ０． １４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ａｌｔｔｕｄ＿ｉｊ － ０． ２１１ － ０． ０９６

（０． １９１） （０． ２０１）

Ａｇｅ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ｌｎＳｉｚｅ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０）

Ｒｏａ － ０． ４６６∗∗

（０． ２１９）

Ｌｅｖ ０． ６８４∗∗∗

（０． １２２）

Ｒｅｃ － ０． １３４

（０． ２２５）

Ｃａｓｈ ０． ４４６∗∗∗

（０．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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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变量 （１）ｏｌｄｃｓｐ （２）ｏｌｄｃｓｐ （３）ｏｌｄｃｓｐ （４）ｏｌｄｃｓｐ

ＴＦＰ＿ＬＰ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 ０． ２５５∗∗∗

（０． ０３２）

ｒａｎｋ ０． ３５０∗∗∗

（０． ０１０）

ｌｉｓｔｅｄ － ０． ２５１∗∗∗

（０． ０５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０４ １． ５０６∗∗∗

（０． ０３８）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６） （０． ４９３）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城市 ｋ 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城市 ｍ 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城市对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８３９３ ２６４２７ ２６４２７ ２６４２７

调整 Ｒ２ 值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８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二） 经济后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省际行政边界会增加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那么频繁更换供应链关系

会对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此， 构建式（２）进行 ＯＬＳ 回归：
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Ｌ． ｒａｔｅ＿ｆｉｒｍｉｔ － １ ＋ δＸ′ｉｔ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被解释变量 Ｙｉｔ代表上市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产出波动或库存波动， 参考彭书舟等 （２０２０） ［４７］ 的研究，
产出波动用营业总收入增长率标准差的对数值 ｆｌｕ＿ｒｅｃｉｔ衡量， 库存波动用库存增长率标准差的对数值

ｆｌｕ＿ｓｔｏｃｋｉｔ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 Ｌ． ｒａｔｅ＿ｆｉｒｍｉｔ － １是上市企业 ｉ 在 ｔ － １ 期的供应链关系变动率， 为ｏｌｄｃｓｐｉｊｔ － １

在 “上市企业—年份” 层面取算术平均； 对于控制变量 Ｘ′ｉｔ， 根据此部分所要研究的问题， 只保留式

（１）中上市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上市企业固定效应 λ ｉ 以及年份固定效

应 γｔ。
基于式（２）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当上市企业供应链关系变动率较高时， 其产出波动和库存波

动也较大， 符合预期。 进一步分析上述结果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 供应链中的合作关系不稳定， 会导

致企业原材料供应、 生产计划等环节出现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流程， 造成

产出的波动。 例如， 当供应商频繁更换或供货不稳定时， 生产线可能因为缺少必要的原材料而停工，
从而导致产出量下降。 另一方面， 当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不稳定时， 企业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原材

料、 中间品供应和产品需求， 这也会导致企业不断调整库存以应对潜在的风险， 加剧库存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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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供应链关系稳定性与企业产出波动和库存波动

变量 （１） ｆｌｕ＿ｒｅｃ （２） ｆｌｕ＿ｓｔｏｃｋ

Ｌ． ｒａｔｅ＿ｆｉｒｍ ０． ５９９∗∗∗ ０． ３８６∗∗

（０． １５９） （０． １７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９． ９０７∗∗ － １４． ４９５∗∗∗

（４． ４４５） （３． ２８９）

上市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上市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上市企业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样本量 ２３５２ ２０９６

Ｒ２ 值 ０． ４２３ 　 ０． ５４８ 　

　 　 注： 此处样本数据整合至上市企业—年份层面； 括号内为聚类至上市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遗漏变量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进一步考虑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在式（１）中控制城市 ｋ 和

城市 ｍ 的经济规模 （用城市 ｋ 的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ｋ 和城市 ｍ 的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ｍ 衡量）， 回归结

果如表 ４ 列（１）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２． 样本选取

（１） 处理样本至省际边界城市。 考虑到中国省际行政区划形状各异，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在地理

上呈现月牙状， 东西两端在各方面 （地理、 文化、 经济结构等） 的差异可能都大于彼此和邻省之间

的差异。 为了排除这一干扰因素， 本文参考易巍和龙小宁 （２０２３） ［２］的研究， 将样本缩减至省际边界

城市。 此时样本企业所在城市对仅包括沿省份边界的省内相邻城市对以及跨省份边界的省际相邻城市

对。 在这种情况下， 本文可以更好地控制与省际边界相关的各类不可观测的变量。 与基准回归样本相

比， 这些样本除了省际行政边界外， 在其他特征方面更为接近。 因此， 处理样本后的估计系数能够更

准确地反映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处理样本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列（２）所
示， 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２） 去除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为直辖市与计划单列市的样本。 北京、 上海、 重庆和天津四个直辖

市， 以及大连、 青岛、 宁波、 厦门和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 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方面具有领先优

势， 可能会吸引企业在这些地区建立更多供应链关系 （李建成等， ２０２２） ［４８］。 为了排除这一潜在干扰

因素， 本文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观测值， 并重新回归。 结果

如表 ４ 列（３）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３） 删除 ２０２０ 年样本。 考虑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出现的新冠疫情可能会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造成

冲击， 本文进一步剔除 ２０２０ 年的样本。 基于这一调整后的数据集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列（４）所示，
ｂｏｒｄｅｒ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即省际行政边界加剧了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为假说 １ 提供了进一步

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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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更改模型设定

为了测试基准回归结果对于模型设定的敏感性， 本文使用 ＬＰＭ 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４
列（５）所示， 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

（１）缓解遗漏变量

问题

（２）处理至省际

边界城市

（３）去除供应链企业所在

地为直辖市与计划单列市

（４）排除疫情

影响

（５）替换为

ＬＰＭ 模型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１４０∗∗ ０． ３６４∗∗ ０． １４６∗∗ ０． １５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６） （０． １６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２）

ＧＤＰｋ － ０． ００４ｅ － ４

（０． ０００）

ＧＤＰｍ － ０． ００２ｅ － ４

（０． ０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５７５∗∗∗ ２． ５９６∗∗ ２． ７８３∗∗∗ １． ２７６∗∗ ０． ８０９∗∗∗

（０． ４９５） （１． ０２９） （０． ５９８） （０． ５０８） （０． １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ｋ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ｍ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５４８１ ５２８０ １８５５９ ２４７３３ ２６４８８

调整 Ｒ２ 值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５ 　

Ｒ２ 值 ０． １１１ 　

　 　 注： 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四） 机制检验

１． 市场分割

假说 ２ 提到， 省际行政边界可能会通过加剧市场分割程度增加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为了

验证假说 ２， 本文将城市间市场分割程度 ｓｅｇｋｍｔ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ｂｏｒｄｅｒｋｍ进行 ＯＬＳ 回归：
ｓｅｇｋｍｔ ＝ φ０ ＋ φ１ｂｏｒｄｅｒｋｍ ＋ δＸ∗

ｋｍ ＋ θｋ ＋ μｍ ＋ γｔ ＋ εｋｍｔ （３）
其中， 城市间市场分割程度 ｓｅｇｋｍｔ参考 Ｐａｒｓｅｌｙ 和 Ｗｅｉ （１９９６） ［４９］ 的思路， 基于 ｔ 年上市企业所在

城市 ｋ 和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 ｍ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使用相对价格法测算， 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和

可比性， 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Ｘ∗
ｋｍ表示控制变量， 根据此处所要研究的问题， 只包含式（１）中

城市对层面的控制变量。 结果如表 ５ 列（１）所示， 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省际行政边界会加剧

城市间的市场分割程度， 进而使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上升， 验证了假说 ２。
２． 地区间信任

假说 ３ 指出， 省际行政边界可能会通过降低地区间信任水平加剧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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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验证假说 ３， 本文将式（３）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省际信任程度 ｔｒｕｓｔｒｓ， 下标 ｒ 表示上市企业 ｉ 所在

省份， 下标 ｓ 表示供应链企业 ｊ 所在省份。 省际信任程度用张维迎和柯荣柱 （２００２） ［５０］ 计算的省际信

任指标衡量。 结果如表 ５ 列（２）所示， 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省际行政边界会降低各省份间的

信任程度， 证明地区信任是省际行政边界发挥作用的机制之一， 验证了假说 ３。

表 ５　 机制检验

变量名 （１） ｓｅｇ （２） ｔｒｕｓｔ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００２∗∗ － １８． ９５３∗∗∗

（０． ００１） （０． ５２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２５∗∗∗ ３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４５０）

城市间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 ｋ 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 ｍ 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对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样本量 ８３７８ １２６５４

Ｒ２ 值 ０． ２６０ 　 ０． ７７０

　 　 注： 此处样本数据整合至城市对—年份层面； 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

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五） 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异质性

（１） 区分上市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是各级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 （李艳和杨汝岱，
２０１８） ［５１］， 承载着 “保民生、 稳就业、 促发展” 的责任。 相应地， 国有企业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

可能性较低。 此外， 国有企业背后有国家信用作为支撑， 更容易获得供应链企业的信任。 因此， 省际

行政边界对国有上市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较小。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 本文将研究样本分

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６ 列（１）和列（２）所示， 列（１）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为正但

不显著， 列（２）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省际行政边界对国有上市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

较小。 原因在于， 一方面， 地方政府对国有上市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更低， 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

进入并维持当地市场； 另一方面， 供应链企业对国有上市企业信任度更高， 更容易与其建立长久稳定

的供应链关系。
（２） 区分上市企业所属行业。 制造业企业的供应链涉及诸多环节， 如原材料采购、 生产制造和

产品分销等。 这些环节相互依存， 形成了复杂的信息流、 物流和资金流网络。 制造业企业往往需要与

多个供应商和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以确保生产流程的顺畅进行。 考虑到制造业供应链的特殊

性， 本文进一步按照上市企业是否属于制造业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６ 列（３）和列（４）所示， 制造

业样本中， 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而非制造业样本中， 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相对于非

制造业企业， 省际行政边界对制造业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更小。 原因可能是， 由于制造业供

应链的复杂性和对专业化分工的依赖性， 企业更愿意维持长期的供应链关系， 这种长期合作关系不仅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 还有助于企业共同应对市场波动和风险。 在长期合作过程中，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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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会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基础， 进一步稳固供应链关系。 因此， 省际行政边界对制造业企业供应链关

系稳定性的影响较小。
（３） 区分供应链上下游。 供应商作为供应链的上游， 主要负责提供原材料、 零部件或中间服务，

核心任务是确保中间品的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 客户作为供应链的下游， 是产品或服务的最终使用

者。 这种角色和分工上的差异可能会引起省际行政边界对供应链稳定性作用的差异。 本部分将供应链

企业类型划分为供应商与客户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６ 列（５）和列（６）所示， 列（５）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为正但

不显著， 列（６）ｂｏｒｄｅ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省际行政边界对上游供应链关系稳定性造成的负向影响

较弱， 对下游供应链关系稳定性造成的负向影响较强。 原因在于， 供应商提供的中间品往往是下游企

业生产所必需的， 下游企业为了保障生产会倾向于与供应商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另外， 由于供应商

不直接面向最终消费市场， 因此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对其影响相对较小。 而企业生产的最终品往往直接

面向消费市场的客户， 企业可能会争夺当地市场份额， 因此各地政府更可能对其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

策， 设置各种壁垒和限制， 如提高税收、 设置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等， 限制外地产品的进入， 这会导

致下游供应链关系更加不稳定。

表 ６　 企业异质性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

上市企业异质性

（１）国有企业 （２）非国有企业 （３）制造业 （４）非制造业

供应链企业异质性

（５）供应商 （６）客户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１７２ ０． １５５∗∗ ０． ０７９ ０． ２５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９２∗∗∗

（０． １３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４６３∗∗ １． ５１６∗∗ １． １３８ １． ７５７∗∗ － ０． １０３ １． ９１８∗∗∗

（１． ２０７） （０． ５７４） （０． ６９７） （０． ７８２） （０． ６９４） （０． ６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ｋ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ｍ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７６１ ２１４８０ １５６３２ １０６０５ １１４２３ １４８３０

调整 Ｒ２ 值 ０． １３６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７ ０． ０９８ 　

　 　 注： 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六） 进一步研究

前述结果表明， 省际行政边界会显著加剧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那么， 哪些因素可以缓解

省际行政边界的这一负面作用？ 本部分对此进行了探究。
１． 城市群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
要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 全面形成 “两横三纵” 城镇化战略格局。 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

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 利益共享机制，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 产业分工协作、 公共服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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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共建环境共治①。 相关研究也表明， 城市群建设对于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 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

市场分割具有重要意义 （李建成等， ２０２３） ［４５］。 因此， 本文预期城市群建设可以缓解省际行政边界对

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逻辑， 本文根据上市企业与其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均位于国家级城市群进行分组回

归。 结果如表 ７ 列（１）和列（２）所示， 当上市企业和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均位于国家级城市群时， 省

际行政边界对上市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较小， 反之较大。 原因可能是， 城市群的市场整合机

制 （如长三角经济协调会） 可以缓解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 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地区间信任，
从而弱化省际行政边界对上市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２． 异地商会设立

中国存在大量以籍贯为纽带的异地商会， 其在家乡省份之外的其他省、 自治区、 直辖市设立， 以

经营者的籍贯为结社标准， 以协助同籍企业或商人在商会所在地发展为宗旨， 在家乡与异地之间构建

以乡籍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魏文享， ２０１５） ［５２］。 按照社会资源理论， 那些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

资源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 （Ｌｉｎ， １９９９） ［５３］， 异地商会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会

削弱家乡企业的跨地区发展障碍， 帮助企业异地发展。 因此， 本文预期异地商会设立可以缓解省际行

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思路， 本文参考曹春芳和贾凡胜 （２０２０） ［５４］的研究方法， 手动整理了省级异地商会名称及

其成立年份。 以 “北京市黑龙江商会” 为例， 当上市企业所在城市为北京市， 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

位于黑龙江省时， 认为此类样本属于有异地商会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 本文根据上市企业所在省份是

否在供应链企业所在省份设立异地商会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７ 列（３）和列（４）所示，
当上市企业所在省份于供应链企业所在省份设立异地商会时， 省际行政边界对上市企业供应链关系稳

定性的负向影响较小， 符合预期。 这说明异地商会的设立削弱了市场分割， 提升了地区间信任程度，
能够有效缓解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表 ７　 城市群和异地商会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

国家级城市群

（１）均位于国家级

城市群内部

（２）未全部位于国家级

城市群内部

省级异地商会

（３）有省级异地商会 （４）无省级异地商会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０９６ ０． １７９∗∗∗ ０． １１０ ０． ２５５∗∗

（０． ０９４） （０． ０６９） （０． １７２） （０． １０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８８１ １． ５０９∗∗ １． ３７３∗ １． ７６９∗∗

（０． ７５７） （０． ５８７） （０． ７０２） （０． ７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ｋ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８４·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涉及的 １９ 个国家级城市群包括：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长江中游、 成渝、 山东半岛、 粤闽浙沿海、 中原、 呼包鄂榆、 关中平原、 辽中南、 北部湾、 天山北坡、 滇中、
山西中部、 兰州—西宁、 黔中、 宁夏沿黄、 哈长。 其中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未给出具体城市名单， 但考虑其前身是海峡西岸城市

群， 故替换成海峡西岸城市群数据； 山西中部城市群 ２０２２ 年才出台具体发展规划和政策举措， 不在本文样本期内。



（续上表）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

国家级城市群

（１）均位于国家级

城市群内部

（２）未全部位于国家级

城市群内部

省级异地商会

（３）有省级异地商会 （４）无省级异地商会

城市 ｍ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０５７７ １５７１４ １４９３７ １１２８０

调整 Ｒ２ 值 ０． １０５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３． 供应链企业所在地文化松紧度

文化松紧度是指一个社会被规则和规范所表征的程度， 以及人们在偏离这些规则和规范时受到惩

罚或制裁的程度 （Ｃｈｕ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５５］。 在本文样本期内， 中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并不完全

一致。 由于历史原因， 各地的社会文化习俗、 语言和劳动力流动情况也各不相同 （周振鹤和李晓杰，
２０１７） ［４６］。 因此， 不同地区的文化松紧度会有明显差异。 文化越紧， 意味着当地的文化导向越偏重于

遵守社会规范。 结合本文逻辑， 当供应链企业处在文化比较紧的地区时， 上市企业会对其更加信任，
因此， 预计此时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会比较小。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本文根据 Ｃ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５５］ 的研究， 计算文化松紧度指标①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文化松紧度高与文化松紧度低两组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８ 列（１）和列（２）所示， 供应链企业所在地文化松紧度较高时，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表明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的文化越紧， 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越小。 原因

在于， 当供应链企业所在城市的文化松紧度较高时， 该地区有更严格的社会规范和商业规则， 企业在

这种文化环境下运营， 会更加注重遵守既定的规则和规范， 因为偏离它们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社

会制裁。 这种较为积极的文化氛围提升了企业行为的规范性和可预测性， 进而增强了不同地区企业间

的信任， 为供应链关系稳定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而可以缓解省际行政边界的负向影响。
４． 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互联网普及率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 互联网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９８） ［５６］。 众多学者强调， 互

联网可以促进知识、 信息和观念的产生与传播， 提升地区信息透明度， 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和交流成

本 （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４［５７］； 施炳展， ２０１６［５８］）。 因此， 本文预计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互联网普

及率较高时， 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会越小。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基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 计算得到地级市每千人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数作为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互联网普及率的衡量指标， 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互联网普及率高

与互联网普及率低两组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８ 列（３）和列（４）所示， 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互联网普及率

高的样本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说明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互联网普及率越高， 省际行

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越小， 符合预期， 也与现有文献的发现相一致 （李杰和

倪容， ２０２５） ［５９］。

·９４·
① 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 代表文化越紧； 反之， 文化越松。



表 ８　 文化松紧度和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ｏｌｄｃｓｐ

供应链企业所在地文化松紧度

（１）文化松紧度高 （２）文化松紧度低

供应链企业所在地互联网普及率

（３）互联网普及率高 （４）互联网普及率低

ｂｏｒｄｅｒ ０． ０５４ ０． ２３０∗∗∗ ０． １１１ ０． １２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８３ ３． １８８∗∗∗ ０． ７７３ ２． ４２８∗∗

（０． ６４９） （０． ７１０） （０． ６４３） （０． ６９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ｋ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ｍ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 ｃｌｕｓｔｅｒ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４３１９ １２０３９ １３９８７ １２２７２

调整 Ｒ２ 值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７

　 　 注： 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对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五　 结论与启示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破除区域间行政壁垒是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 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必要举措， 对省际行政边界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构造 “企业对—年份”
层面的微观数据集来捕捉企业供应链关系的变动， 以考察省际行政边界是否会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

性产生影响。 主要研究结论为： 在控制了城市间地理因素、 上市企业和供应链企业层面的其他干扰因

素后， 省际行政边界显著增加了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不稳定性， 进而加剧了企业产出和库存的波动。 机

制分析表明， 省际行政边界主要通过提高市场分割程度、 降低地区间信任程度削弱了企业供应链关系

的稳定性。 异质性分析发现， 国有企业、 制造业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受省际行政边界的干扰较小。 进一

步研究发现， 城市群建设、 异地商会设立、 积极的文化氛围以及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能够有效弱化省

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由研究结论得到的政策启示为： 第一，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 要密切关注区域之间

特别是省份之间存在的行政壁垒。 努力做到 “五统一” “一破除”， 即通过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 统

一联通的市场设施、 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 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 统一的市场监管以及破除地方保护

来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 对此， 要明晰当前省份间市场整合的制度约

束， 加强协调， 实现高效联通； 破除地方保护， 杜绝人为的 “政策洼地”， 减少非必要的行政审批事

项， 不断扩大市场准入。 第二， 以城市群建设为依托， 促进地区间微观主体的市场分工走向深入。 城

市群对于稳定跨省供应链关系有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各级政府不仅要加快重点地区的新城市群规划，
还要继续优化完善已有城市群新型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在促进城市群内部信息共享与交流的同时，
不断提升城市群之间的协同水平， 有力促进跨区域企业合作。 第三， 进一步健全完善异地商会培育与

发展机制， 助力形成更加规范、 更为紧密的地区间企业合作网络。 以异地商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通过

提供非正式的交流渠道， 有效降低了跨区域合作中的信息壁垒与交易风险， 从而减少了省际行政边界

·０５·



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潜在阻碍。 对此， 地方政府应以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社会治理为抓手， 在

坚持规范管理与有序引导的前提下， 积极鼓励、 科学培育异地商会组织， 加强其桥梁纽带作用与协调

服务能力， 为市场主体开展跨区域交流合作提供常态化的平台和组织支撑。 第四， 积极促进各地区良

好社会文化规范的形成， 着力提升互联网普及率， 增强跨区域企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当文化松紧度

和互联网普及率较高时， 省际行政边界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较小， 这凸显了文化氛围

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跨区域企业合作的重要促进作用。 因此， 各地方政府要着力在当地培育守法、 守

规、 守信的社会文化氛围， 系统性提升互联网接入质量与应用深度， 为企业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的供

应链关系提供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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